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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药所含的重金属具有一定的健康风险，但目前缺少对植物药重金属污染状况、溯源及管控的系统

研究。总结了世界范围内对植物药重金属的限量标准，依据《中国药典》2020年版的相关要求，基于 Web of
Science及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中获取的相关文献对国内外植物药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国

外植物药重金属超标情况较严重，超标率达 24.58%，我国植物药的重金属超标率也有 24.07%；铅 (Pb)、砷

(As)、汞 (Hg)这 3种重金属的超标率较高。在时间维度上看，我国植物药中砷 (As)超标历年来逐渐加重，而

Hg超标历年来逐渐减轻，Cu、Pb超标率在 2010—2015年达到峰值并开始减轻，镉 (Cd)超标率自 2010年以来

无明显变化。在地理分布上，我国植物药重金属超标最严重的区域为西北区域，其次是东南区域。植物药的生

产环节划分为种植、加工炮制、运输贮存 3个环节。根据植物药重金属元素的来源，提出了针对全链条生产过

程的植物药重金属管控措施，以期为系统、可行地降低植物药重金属的健康风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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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药在世界范围内应用广泛。在发展中国家，约 80%的患者依靠植物药进行治疗或保

健 [1]。近年来，在治疗慢性病及预防特定疾病等方面，一系列的植物药类补充药物及食物产品被广

泛使用，植物药市场进一步扩大。然而，植物药的大规模应用及推广，却因重金属、霉菌毒素、

农药残留、多环芳烃和熏蒸剂的污染等原因而受阻 [2]。其中，重金属污染问题是阻碍植物药出口及

推广应用上的最大障碍之一。植物药中的重金属 (通常包括铜 (Cu)、铅 (Pb)、砷 (As)、镉 (Cd)和汞

(Hg)5种元素)有多种来源，包括生长土壤、灌溉用水、大气及生产加工环节等。

重金属是常见的环境污染物，其生物毒性较强。植物药中的重金属主要通过药物口服和注射

途径进入人体 [3]。人体摄入过量的重金属会引发各种健康问题，较常见且具有严重危害性的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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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包括 Hg、Pb、Cd、As 4种。摄入过量的 Hg后人体会产生头疼、运动失调等神经系统失常的

症状，Hg甚至会对脑组织产生损害 [4]；摄入过量 Pb会影响人的记忆功能和消化功能；摄入过量的

Cd会导致人体肾功能及生殖功能的紊乱，还会诱发骨质疏松等疾病；摄入过量 As会对人体的肾

脏、肌肉、神经、血液、免疫系统等多种组织、系统和器官产生不利影响 [5]。因摄入植物药而诱发

重金属中毒的案例曾被报道 [6-8]。总之，植物药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具有较高的健康风险，亟需引起

关注。

基于前述原因，本文对世界范围内的植物药重金属污染状况进行了分析，对植物药的各生产

环节中重金属污染的来源进行了溯源，并提出了针对全链条生产过程的植物药重金属管控措施，

以期为系统、可行地降低植物药重金属的健康风险提供参考。 

1    植物药重金属含量的限定标准

为保证植物药的安全性，一些国家、地区

及国际组织制定了植物药重金属的限量标准，

并据此对使用或进出口的植物药进行管理 (见
表 1)。其中，Hg、Cd、Pb、As 4种重金属的健

康风险最高，在大多数标准中都被限定 [4-6]。仅

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澳门 4个国家

或地区对 Cu元素的含量进行了限制，限值为

10 ~ 150 mg·kg−1。而 Cu是人体生长发育的必需

元素，相对其他 4种重金属元素危害较小，但

由于部分植物药在种植环节中使用了含 Cu的

农药，故也需对其进行限制[9]。

2015年版《中国药典》严格规定了 Cu、
Pb、As、Cd和 Hg 5种重金属的限量标准分别

为 20、5、2、0.3和 0.2 mg·kg−1。这一标准是较

为严格的，仅德国、英国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等国家或地区的部分重金属限量标准要求严于

中国。2020年版《中国药典》放松了对 Cd的

限量要求，从 2015版的不超过 0.3 mg·kg−1 放宽

至不超过 1 mg·kg−1。制定中药重金属限量标准

时，需同时考虑毒理学、重金属形态及生物可

及性、健康风险评估暴露模型及参数、中药植

物的加工及服用方法等，因此，现有中药重金

属限量标准仍有较大的修正空间 [9]。李璇 [14] 依

据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提出的每周耐受摄入量参考值，采用美国环保署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的目标危害系数 (target hazard quotient, THQ)法得出，植物药中 Cd含量不高于 1.5 mg·kg−1，
便可以不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郭兰萍等 [15] 指出，如果植物药中 Cd的限量标准定为 0.3 mg·kg−1，
我国生产的植物药中 Cd超标率高达 28.5%。如果重金属限量标准要求过于严格，尽管可保证植物

药的安全性，但更会阻碍部分易富集重金属的植物药及其相关产品的出口及推广 [14]，故过于苛刻

的植物药重金属限量标准不利于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因此，根据中药有害残留物限量制定指导原

表 1    各国或地区、国际组织规定的植物药

重金属含量限定标准

Table 1    Summary of the limit standards of heavy metal
content in herbal medicin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国家、地区或

国际组织

重金属限量标准/(mg·kg−1)
参考文献

Cu Pb As Cd Hg

中国 20 5 2 1 0.2 [10]

印度 − 10 3 0.3 1 [11]

日本 − 20 5 − − [11]

马来西亚 10 10 5 0.3 0.5 [11]

新加坡 150 20 5 − 0.5 [11]

韩国 − 5 3 0.3 0.2 [11]

泰国 − 10 4 0.3 − [11]

越南 − 10 4 1 0.5 [11]

英国 − 5 5 1 0.1 [11]

美国 − 5 2 0.5 0.2 [12]

德国 − 5 − 0.2 0.1 [11]

澳大利亚 − 5 − 1 0.1 [11]

中国香港 − 5 2 1 0.2 [11]

中国澳门 150 20 5 − 0.5 [1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 0.5 10 4.1 − [11]

世界卫生组织 − 10 − 0.3 − [11]

欧盟 − 5 − 1 0.1 [11, 13]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 − 10 4 2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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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经由系统的毒理学和健康风险评估研究，2020年版《中国药典》对 Cd的限量标准做了修订，

这也为提高中药出口和安全利用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科学依据。 

2    植物药的重金属污染状况

植物药残留的重金属及其带来的健康风险虽然受到了较多关注，但目前还没有涉及对世界范

围内的植物药重金属污染的全面评价。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和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

作为数据来源，在Web of Science中以主题“Chinese herb or Chinese medicine or herbal medicine” +
“heavy metal”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 1999—2020年；在 CNKI数据库中以主题“中药”+“重金属”
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 2003—2020年。从检索到的文献中提取植物药重金属含量的相关数据，共

获取 1 665条相关数据。其中，每条数据代表一种植物药中所含的 5种重金属元素 (Cu、Hg、As、
Pb、Cd)中的一项或多项。883条数据来自 CNKI数据库中的中文文献，716条数据来自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英文文献。将所有文献中 114条关于我国国内生产的植物药数据作为我国植物

药重金属含量的样本；剔除英文文献中 114条我国植物药数据后作为国外植物药重金属含量的样

本。以 2020年版《中国药典》发布的植物药重金属限量标准为依据，若植物药的某种重金属含量

高于限量标准，则定义该植物药这种重金属含量超标；若植物药的 5种重金属含量均达标，则视

为合格，否则视为该植物药重金属含量超标。 

2.1    植物药的重金属超标率

总结文献中梳理出的植物药重金属 Cd、Cu、Pb、As和 Hg的超标情况，结果见表 2。在中国

的植物药数据中，有 24.07%的植物药重金属含量超标，其中的 26.67%(占总数的 6.42%)的植物药

中有多种重金属同时超标。在国外的植物药数据中，24.58%的植物药重金属含量超标，其中

28.40%(占总数的 6.98%)的植物药有多种重金属含量同时超标。上述数据表明，国内外的植物药重

金属超标情况均较为严重，超过 20%的植物药不能满足 2020年版《中国药典》的标准；而中国的

整体植物药重金属超标率和多种重金属超标率略低于国外平均水平，这可能与中国严格的植物药

重金属限量标准有关。由表 2可知，我国植物药重金属元素按超标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Pb、As、
Hg、Cd、Cu，其超标率分别为 11.71%、10.09%、8.13%、5.28%、5.08%；而国外植物药重金属元素

按超标率由高到低依次是 Hg、As、 Pb、Cd、Cu，其超标率分别为 32.35%、 14.48%、 9.93%、

9.29%、4.83%。Pb、As、Hg这 3种重金属的超标率较高，这一点国内外的数据是一致的。因此，

植物药中这 3种重金属元素的监测及健康风险评估应受到更多关注。 

表 2    国内外植物药重金属超标情况

Table 2    Summary of excessive heavy metal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herbal medicine

重金属种类
我国植物药 国外植物药

植物药数量 超标的数量 超标比例/% 植物药数量 超标的数量 超标比例/%

Cu 886 45 5.08 497 24 4.83

Pb 615 72 11.71 413 41 9.93

As 971 98 10.09 518 75 14.48

Cd 814 43 5.28 226 21 9.29

Hg 775 63 8.13 238 77 32.35

总数 9971) 2402)(644)) 24.073)(6.425)) 6021) 1482)(424)) 24.583)(6.985))

　　注：1)代表通过文献检索获取到植物药重金属含量数据的数量；2)代表1种或多种重金属超标的植物药数量；3)代表植物药1种或多

种重金属含量超标的比例；4)代表多种重金属超标的植物药数量；5)代表植物药多种重金属含量同时超标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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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重金属污染较重的植物药

对从 CNKI数据库提取的数据做进一步分

析，将在文献中提及次数不小于 3的植物药数

据提取出，并对其 Cu、Pb、Cd、Hg、As及重

金属 (意味着上述 5种重金属的一种或多种)的
超标率进行分析，得到如图 1所示的热图。

将重金属超标率> 25%的植物药定义为受

到严重污染的植物药 (见图 1)。受到严重污染

的植物药包括丹参、两面针、甘草、水茄根、

葛根、山豆根、山植、天麻、夏枯草、羊耳菊、

桔梗、金银花、当归、怀牛膝、薏苡仁、姜

黄、沙棘、决明子、黄连、淫羊藿、川芎、钩

藤和蔓荆子。有研究表明，禾本科及豆科植物

可用于土壤修复，其中，豆科植物的根系有着

较强的重金属固定能力 [16]，且较易与根瘤菌结

合，故常被用于修复重金属污染的土壤 [17]；而

禾本科植物对高重金属土壤的适应能力较强[18]。

因此，如图 1所示，豆科的决明子、葛根和甘

草，以及禾本科的薏苡仁都属于严重污染的植

物药。淫羊藿、蔓荆子、川芎、天麻、山豆根

的 Cu超标率较高；蔓荆子、钩藤、川芎、两

面针、夏枯草、姜黄、沙棘的 Pb超标率较

高；决明子、姜黄的 As超标率较高；蔓荆

子、川芎、决明子的 Cd超标率较高；蔓荆

子、决明子、黄连、山植、怀牛膝、沙棘的

Hg超标率较高。部分植物药对特定重金属元

素有一定的富集作用，而之前的研究也部分证

明了这一结论。例如：川芎可富集土壤中的

Cd元素 [19-20]，且对 Pb元素具有一定的富集能

力[21]；钩藤在生长时富集 Cu，若在林地生长还

可大量富集 Pb[22]；两面针有一定 Pb富集的能力 [23]；姜黄具有富集 Pb、Cd和 Cu的能力 [24]，且其

As含量与土壤 As含量密切相关 [25]；沙棘可富集 Pb[26]；黄连中的 Cd含量会随土壤 Cd含量增加而

快速增加 [27]；金银花 [28] 和浙贝母 [29] 是易于富集 Cd的植物药；滇重楼对 Cu、Cd、As、Hg均有一定

的富集能力[30]。

植物药重金属超标率较高的原因很可能与它们易于富集吸收重金属的生理特性有关。植物药

种类不同，对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富集程度也不同。贾薇 [31] 的研究表明，砂仁中 Cu、Hg、As、
Pb、Cd 5种重金属的含量与种植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均无相关性；而佛手的 Cu，巴戟天的 Cu、
Hg、As、Cd，穿心莲的 Cu、As、Cd，广藿香的 Cu、Cd、As含量均与种植土壤中对应重金属元素

含量呈现出相关性。而田伟等 [32] 的研究表明，黄芪中的 Cu、Cd、As、Hg、Pb含量均与土壤中重

金属含量有相关性。

不同的重金属元素在植物药种间分布亦有较大区别。由图 1可知，植物药的 As超标现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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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DANGS为党参，LZ为灵芝，SY为山药，CMD为川麦

冬，NZZ为女贞子，HQ为黄芪，CFS为川佛手，MD为麦

冬，BLG为板蓝根，ZBM为浙贝母，CBZ为川白芷，GQ为枸

杞，HP为厚朴，BS为白术，DCL为滇重楼，HY为荷叶，

TZS为太子参，CW为草乌，DS为丹参，LMZ为两面针，

GC为甘草，SQG为水茄根，GG为葛根，SDG为山豆根，

SZ为山植，TM为天麻，XKC为夏枯草，YEJ为羊耳菊，

JG为桔梗，JYH为金银花，DG为当归，HNX为怀牛膝，

YYR为薏苡仁，JH为姜黄，SJ为沙棘，JMZ为决明子，HL为

黄连，YYH为淫羊藿，CG为川芎，GT为钩藤，

MJZ为蔓荆子。

图 1    污染严重的植物药中各重金属超标率热图

Fig. 1    Heatmap of exceeding rates of several heavy metals in
the heavily contaminated herbal medi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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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且主要集中在姜黄、决明子、薏苡仁、荷叶等几种植物药中；而相反地，Cu、Pb、Cd的超标

现象则较为普遍，在多个植物药品类中均有出现；植物药的 Hg超标现象较严重，包括决明子、当

归、薏苡仁、黄连、怀牛膝、荷叶、沙棘、金银花、葛根、丹参、佛手、白芷、板蓝根、蔓荆子

等多个品类均有 Hg超标的现象。总体看来，植物药中 Pb、Cu和 Hg的超标情况较普遍，应关注其

健康风险。 

2.3    我国植物药中重金属污染的变化趋势

将 CNKI数据库获取的数据按照 2003—
2009年、2010—2015年、2016—2020年分成

3组，分析植物药的重金属超标率随时间的变

化趋势，结果如图 2所示。

由图 2可知，植物药 Cu和 Pb超标率的变

化趋势较为一致，均在 2010—2015年间达到

顶峰，并随后降低；As的超标率则是逐年上

升；Cd的超标率在 2010年前后大幅降低，并

随后保持稳定；Hg的超标率逐年下降。这些

变化趋势是有迹可循的。一般来说，农田中的

各种重金属来源虽不单一，但每种重金属元素

均有其主要来源。大气沉降是土壤中多数重金

属 (除 Cu以外)的重要来源 [33]，而土壤中 Cu主要来自禽畜粪便肥料和农药的使用。Cd的重要来源

也包括禽畜粪便 [34]，此外工业废物的排放、农药及化肥的使用也会增加土壤中 Cd的污染程度 [35]。

特别是肥料的使用量与 Cd的污染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36]。在各种肥料中，禽畜粪便和磷肥与 Cd的

污染相关性最强 [37]。Pb主要来自工业废物与汽车尾气，但随着无 Pb汽油的推广与使用，工业源

Pb已成为土壤污染的主要来源 [38]。Hg的主要来源则是工业三废 [39]。土壤中 As主要来自含硫矿物

开采、金属冶炼及煤炭燃烧，此外土壤中背景值 As的含量会因母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33]。

在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多种新型肥料已替代了传统粪便肥，从而减少了粪便肥料

中的 Cu进入土壤中 [34]。为增加粮食产量，增加施用农药等方式曾被广泛尝试。然而，进入 21世

纪，农药带来的健康风险日益被重视，高毒性农药逐渐被取缔，农药使用量减少了很多。如

2015年以来，农业部开展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并出台了《农药管理条例》，导致我国

的农药使用量开始逐渐下降 [40]。这与图 2中我国植物药中 Cu的超标率在 2010—2015年间达到顶

峰，并随后降低的趋势是相一致的。

在我国的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的进程中，随着 Cd含量较高的粪便肥料逐渐被化肥取代，土

壤 Cd污染程度也随之降低。同时，由于我国化肥使用量 2013年以后一直在降低，氮肥从

2013年、磷肥从 2015年、钾肥从 2017年起使用量逐渐减少 [41]，其中磷肥与 Cd污染相关性较强 [37]，

因此，未来土壤 Cd污染会逐渐减轻，我国植物药的 Cd超标率也会随之降低。

在工业生产方面，由于我国加强了监督力度，偷排乱排现象减少，工业三废排放数量逐步减

少，土壤 Pb污染和 Hg污染也随之逐步减轻 [42]，故我国植物药的 Hg超标率逐年降低。但同时，随

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业逐渐发达，带来了尾气排放及轮胎、发动机磨损等交通源污

染的增多，使得 Pb的排放量逐渐增加。在二者共同作用下，我国植物药 Pb的超标率在

2010—2015年间达到顶峰，并随后降低。这也与图 2中 Pb的变化趋势一致。

As元素多伴生在硫化物矿藏中，含硫矿物的开采、金属的冶炼，以及煤炭的燃烧都会带来土

壤的 As污染。此外，As也可能随着农业活动和工业活动进入土壤中 [33]，这也使得植物药的 As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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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植物药重金属超标率的变化趋势

Fig. 2    Trend of exceeding rates of heavy metals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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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率逐年上升。 

2.4    我国植物药重金属污染的地理分布

将从 CNKI数据库中获取的数据按植物药

的产地进行分组，将某一种或某几种重金属元

素含量超过 2020年版《中国药典》限量标准

的植物药视为重金属超标的植物药，然后分别

统 计 各 省 市 区 种 植 产 出 植 物 药 的 Cu、 Pb、
As、Cd、Hg超标率及重金属 (意味着上述 5种

重金属的一种或多种)超标率 (见表 3)。
由于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西藏自

治区、青海省、海南省、北京市、天津市、上

海市和山西省的相关数据较少，这些省市区不

列入统计表格。由表 3可知，各省市区间的植

物药重金属污染状况差别很大，主要超标的重

金属种类及各重金属元素的超标率差别也很

大。福建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

省、四川省、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植物

药 Cu超标最严重的省区。在排除因数据不足

可能导致结果误差较大的福建省、江西省、内

蒙古自治区 3个省区后，甘肃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云南省、贵州省、广东省、浙江省、四

川省、安徽省是植物药 Pb超标最严重的省

区；植物药 As超标最严重的省区包括西部的

陕西省和甘肃省，华南的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

治区，西南的四川省，以及东部的浙江省和安

徽省；甘肃省、福建省、浙江省、陕西省、江

苏省是药材 Cd超标率比较高的省份；陕西

省、福建省、河南省、安徽省是植物药 Hg超

标问题最严重的省份。综上所述，植物药重金

属超标率较高的省区为陕西省、广西壮族自治

区和浙江省，而这 3个省区也是我国《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中的重金属污染防治

重点省份。

特定省 (自治区)的植物药重金属超标率较高，与当地的土壤重金属背景值高、工矿业发展状

况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根据现有研究，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土壤 As背景值较高，浙江省的

土壤 Pb背景值较高，福建、湖南省的土壤 Hg背景值较高 [43]，这些产地植物药的相应重金属污染

亦较为严重。浙江省是我国民营经济较发达的区域之一，工业的快速发展及生活废物的大量产生

导致其土壤污染较严重 [44]；陕西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矿产丰富，且重工业发达，是两省区植物

药重金属污染较严重的主要原因。 

3    植物药重金属的全链条生产过程溯源

植物药的重金属来源较为复杂，但来源可以分为 3类：植物药在生长环境中累积、植物药在

表 3    我国各省植物药 Cu、Pb、As、Cd、Hg 的

超标率统计表

Table 3    Statistics of the exceeding rates of copper, lead,
arsenic, cadmium and mercury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省市区
Cu超标

率/%
Pb超标

率/%
As超标

率/%
Cd超标

率/%
Hg超标

率/%

陕西省 13.16 8.00 25.00 15.22 40.00

福建省 28.57 38.46 0.00 16.67 38.46

河南省 8.11 0 0.00 2.17 25.00

甘肃省 16.67 33.33 50.00 20.00 22.22

江西省 0 0 20.00 25.00 20.00

安徽省 2.94 9.62 4.17 6.25 16.67

湖北省 25.00 0 0 0 14.29

湖南省 0 9.09 0 0 11.11

四川省 12.68 9.91 9.80 3.85 8.74

山东省 14.29 6.25 0 0 8.33

河北省 0 5.88 0 6.25 6.67

广西壮族自治区 9.09 25.00 16.22 10.26 5.56

重庆市 0 0 0 0 5.00

浙江省 11.76 10.00 4.00 16.67 4.35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0 2.94 0 3.23 3.57

贵州省 14.81 16.98 0 12.00 2.44

内蒙古自治区 0 25.00 0 0 0

云南省 0 17.65 0 0 0

广东省 5.26 11.11 3.03 2.56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4.29 0 0 9.52 0

江苏省 0 0 0 14.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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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过程中人为添加，以及加工和运输贮存过程中误引入 [45]。因此，依据植物药的全链条生产过

程，将重金属的来源划分为种植、加工炮制、运输及贮存 3个环节。 

3.1    种植环境

在种植环节中，植物药的重金属来源可划分为空气、水和土壤 3个部分。其中，土壤作为植

物药生长的主要场地，也是其重金属的主要来源；而在特定土壤环境下，部分类型的植物会富集

特定重金属元素，个别情况下还是超累积植物 (hyperaccumulator)。植物在其生长过程中从土壤吸收

并积累了大量重金属元素，如茄科植物白花球果蔓陀罗对 Ni和 Co有富集作用 [46]，金银花可从土

壤中富集 Cd[28]。土壤中的重金属有 2种来源：一是天然来源，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天然含量取决

于成土母质 [47]，这一部分主要源于天然状态下含硫矿石的风化侵蚀作用及水流作用，并包含火山

活动向土壤引入的重金属元素 [48]；二是人工来源，包括各类工业、矿业、交通、污废处理、人工

施加化肥农药等来源 [49]。在水源方面，采用污水灌溉，或使用未经处理的受重金属污染的水源灌

溉，会引入一定的重金属元素 [50]，这也是植物药中重金属的一大来源。矿业及工业活动排放的烟

尘中的重金属沉降及汽车尾气排放的重金属 [44]，会通过污染种植产区的土壤和水源间接导致植物

药的重金属污染，也会通过植物药叶面污染的方式直接导致植物药的重金属污染。 

3.2    加工炮制环节

在加工炮制过程中，存在炮制后植物药中重金属含量增加的情况，一般是由 2个原因引起。

一是由于使用含重金属的炮制辅料 [51]，或人为添加含重金属元素的组分 [46]；二是由于部分容器中

含有重金属元素。目前，常用的炮制辅料有数种，包括米、盐、酒、醋、麸皮等 [52]，而劣质麸皮

中重金属 Cu的含量较高 [53]，劣质盐中则可能出现 Hg、Pb、Cd等重金属含量较高的情况 [54]。因

此，炮制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炮制辅料的质量，从而对其重金属的含量进行质控。在加工过程中，

也有很多种植物药需要添加额外的矿物药，中药配方中有大概 572种需添加矿物药的处方 [45]。例

如，经常添加的朱砂、雄黄等矿物药中通常就含有较多的重金属元素。 

3.3    运输及贮存环节

在植物药运输及保存过程中，为防止其发霉变质，经常会使用熏蒸剂对植物药类产品进行处

理 [31]，但部分熏蒸剂含有重金属元素，故在贮存过程中，植物药重金属含量也可能有所增加。因

此，为保证在运输及贮存环节不引入重金属，应提高仓库管理条件，避免大量使用熏蒸剂。 

4    植物药重金属的全链条生产过程管控

为了提高植物药的安全性，WHO于 2003年提出了药用植物种植和采摘方法的相关规范 (Good
Agricultural  and  Collection  Practices  (GACP)  for  Medicinal  Plants)，以及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相关规范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GMP))。各国家或地区也据此制定了对应的生产、供应 [45] 及质检规

范，如生产端需推进植物药的规范化种植和加工 (GACP和 GMP)；市场供应端需建立完整有效的

植物药鉴证体系 (Good Plant Authent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Practice ，GPAIP)；质检端需保证所有检

测过程严格遵守实验室操作规范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55]。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药材

重金属的污染问题，需要依据重金属来源的复杂性从植物药种植加工保存的全链条过程进行改进。 

4.1    种植环境的管控

种植环节既是植物药吸收重金属的主要环节，也是最适合控制植物药重金属含量的环节。植

物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吸收特性取决于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而重金属元素在土壤中有多种

存在形态，包括可交换态、结合态及残渣态。对植物而言，有效态重金属为可吸收利用并产生直

接或者潜在毒害作用的重金属成分 [56]。按照 Tessier连续提取法，土壤中的重金属可划分为可交换

态、碳酸盐结合态、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有机质结合态及残渣态。这 5种形态的生物可给性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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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56]，因此，将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尽可能转化为生物可利用性较低的形态，也有利于减少植

物药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吸收。

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包括土壤 pH、有机质的成分及含量、土壤质地、土壤中某些元素的含

量，以及土壤微生物等均会对重金属的存在形态产生影响。比如，有研究指出，半夏的重金属含

量会随着土壤中重金属含量增加而增加，但并非正相关关系。这是由于半夏对重金属元素的富集

还与其他因素有关，包括 pH、有机质含量、半夏的吸收特性等 [57]。土壤的 pH降低，会导致离子

形态的重金属比例增大，使重金属的生物可利用性提高，植物药也会因此更易吸收富集重金属 [19]。

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也会对重金属的吸收产生一定的影响 [58]，土壤中大量存在的腐殖质和胡敏酸

可与重金属元素形成稳定的化合物，从而降低重金属元素的活性，因此，土壤中的腐殖质和胡敏

酸都会减少植物对重金属元素的吸收和富集 [59]。土壤中其他元素的含量也会对重金属的吸收起到

抑制或促进作用。例如，硒含量的提高会抑制水稻对 Cd元素的吸收 [60]，这可能与铁离子膜的保护

作用有关；锌含量的提高，会抑制多种植物药对 Cd元素的吸收 [61]。由此可见，如果能在种植环节

中对影响植物药对重金属吸收的因素进行选择性的控制，可大幅度地降低植物药重金属带来的健

康风险。

在种植环节中，常被用来减少中药植物对重金属累积的方法有 2种。一是合理选择种植地，

避免在重污染类型工厂附近种植植物药，这样可有助于减轻植物药的重金属污染 [62]；二是采用适

当的土壤修复方法，可通过稳定土壤中的重金属来减少药用植物对重金属的吸收，即降低土壤重

金属元素的有效性。表 4列举了目前常用的土壤重金属有效性减控措施。例如，使用 KH2PO4-
NaOH土壤改良剂，可通过提高土壤的 pH，减少川穹对 Cd的吸收 [19]；在苍耳子种植的土壤中添加

丛枝菌根真菌 (arbuscular mycorrhiza fungus, AMF)，可在保证对苍耳子的生长影响较小的前提下，减

少土壤中有效态的 Pb，从而达到减少苍耳子中 Pb含量的目的 [63]；在瞿麦种植土壤上加种三叶草，

可有效减少瞿麦对 Pb的吸收 [64]；改进灌溉方式等种植技术，可改善土壤的氧化还原态、pH等性

质，可对减少药用植物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吸收起到积极作用 [65]。此外，通过改进施肥措施，使用

对土壤肥力有较大提升的有机肥或药渣肥等代替较为传统的粪便，可减少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引

入 [66]；选用或培育对重金属有较强的拮抗效应的药用植物品种，可最终减少药用植物对重金属的

吸收累积[65]。 

4.2    加工炮制环节的改进

加工炮制环节是中药的重要处理环节，通常分为 3个步骤：净制、切制和炮制。净制过程去

除了植物药的非药用部分及杂质、霉变部位；切制过程将药材切成特定的形状，是炮制过程的前

期步骤；炮制过程则是通过炒、炙、煅、蒸、煮、发酵、制霜等方法，使药材本身发生一定的物

理或化学变化[10]。

从 CNKI数据库的文献中收集到了共 246条关于炮制后药材的 Cd、Cu、Pb、As、Hg 5种重金

属含量的数据，以 2020版《中国药典》的重金属限量标准作为依据，其重金属超标率如表 5所示。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炮制后药品的 Cu、Pb、Cd、Hg、As的超标率分别为 2.95%、2.45%、

表 4    常用的土壤重金属有效性减控措施

Table 4    Summary of control measures on bioavailability of heavy metals in soil

管控措施 原理 参考文献

土壤改良 提高土壤pH，降低重金属有效性 [19]

共生生物的引入 通过共生生物（丛枝菌根真菌（AMF）或共生植物）吸收有效态重金属元素，减少植物药的吸收 [63-64]

改进灌溉方式 改善土壤的pH、氧化还原态等，改变重金属元素的存在形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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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84%、4.49%，超标率均小于 5%，远

低于植物药的重金属超标率。因此，适宜的炮

制加工方法可有效降低植物药中的重金属含

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植物药重金属超标

的问题。

炮制过程涉及高温、辅料处理、液体 (如
水、酒精、醋等)浸泡、蒸煮，以及其他化学

物质 (如食盐)的浸渍 [54]。在这些过程中，部分

重金属元素的含量会大大降低，如食盐会改变

植物药中重金属元素的浸出特性 [54]；炮制辅料

会与植物药中的重金属发生物质交换 [53]。此外，部分 As元素会溶于水，部分 Hg元素及 Pb元素会

在高温过程中挥发。炮制过程因使用的溶剂种类 [56]、加热方式等的改进而有效降低植物药的重金

属含量。例如，蒸煮比热水浸泡更有助于重金属元素的溶出 [67]；相比盐制法，清炒法和烘制法可

有效减少植物药重金属的含量 [68]。张寒等 [68] 的研究结果表明，采取清炒、烘制方式处理杜仲，对

去除杜仲中的 Pb、Hg、Cd 3种重金属效果较好，经处理后 3种重金属元素会有 2.25%~26.21%的减

少，其中清炒可降低 19.50%的 Pb，烘制可减少 26.21%的 Cd。袁珂等 [69] 采用特定炮制方法处理厚

朴、元胡、山茱萸后，植物药的重金属含量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使用醋烘法处理元胡可使

Pb含量降低 93%，从 8.51 mg·kg−1 降低至 0.53 mg·kg−1；同时，As、Cd、Cu的含量也分别可降低

70.0%、23.5%、10.3%；使用姜煮法炮制厚朴，可去除 75.0%的 As、8.8%的 Cd和 3.9%的 Pb；使用

酒润法处理山茱萸，可去除 87.9%的 As、22.4%的 Pb、9.1%的 Cd和 6.2%的 Cu。目前，新的炮制

加工技术，包括不溶性聚天冬氨酸聚合物吸附 [70]、超临界  CO2 配合萃取 [71]、电吸附法 [72]、大孔树

脂吸附和膜分离 [73] 等技术，可降低植物药中多种重金属元素的含量。但同时，也有一部分药材出

现了炮制后重金属含量明显增加的现象。例如，何首乌、白芍、川乌、当归 4种植物药经过炮制

后，出现了重金属含量增加的情况 [74]。因此，炮制过程中需格外注意使用的辅料、器具及器皿，

以防在加工过程中引入重金属。 

5    结语

1)对 Web of Science和 CNKI 2个数据库中植物药重金属含量相关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外的植

物药重金属污染情况比我国严重。这些重金属来自植物药种植、加工炮制和运输贮存各个环节，

其中种植环境是植物药重金属的最主要来源。

2)我国植物药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工业或采矿业比较发达的西北和东南区

域，这也说明植物药重金属污染与当地的土壤、大气和水环境质量密切相关。自 2010年开始，我

国植物药的重金属 (As除外)超标率均开始下降，这说明我国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环境治理行动和

农业发展措施已从中药植物的生长源头有效地控制了重金属污染。植物药的加工炮制和运输贮存

环节的管控也会有效降低植物药的重金属含量。

3)植物药含有的重金属具有一定的健康风险。从植物药生产全链条全方位对其重金属来源进

行管控，是降低植物药重金属健康风险的有效方法。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个角度同时进行。

一是植物药的规范化种植和加工，推进 GACP和 GMP的执行；二是市场供应端需注意鉴别植物药

的质量，做到 GPAIP；三是进行严格的质检，检测过程需严格遵守 GLP。
 

表 5    炮制类药品的超标状况

Table 5    Summary of the exceeding standard status on
processing herbal medicines

重金属种类 炮制中药总数/种 超标数/种 超标比例/%

Cu 163 4 2.45

Pb 242 8 3.31

As 239 2 0.84

Cd 237 7 2.95

Hg 178 8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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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vy metals in herbal medicine have health risks, but currently systematic studies are lacking on
their pollution status, source traceability and control.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limit standards for heavy metals
in herbal medicine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20 Version),
the pollution status of heavy metals in herbal medicine is analyzed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btained from the
databases  of  Web  of  Science  and  CNK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llu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is  more
serious than that in China, with a rate of 24.58% and 24.07% exceeding the standard, respectively. Lead, aresnic,
and  mercury  are  the  most  commonly  found heavy  metals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in  China.  In  terms  of  time
scale, the exceeding-standard rate of arsenic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over time, and
that  of  mercury  has  gradually  reduced.  The  exceeding-standard  rates of  copper  and  lead  reached  peaks in
2010—2015 and decreased afterwards;  that  of cadmium has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d since 2010.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northwest  region  is  the  area  with  the  most  serious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herbal
medicine in  China,  followed  by  the  southeast  region.  The  whole  chain  production  process  of  herbal  medicine
includes planting, processing and transportation-storage. Its source traceability and control measures was pointed
out to provide the  systematic and  practicable  strategies  for  reducing  the  health  risks  of  heavy  metals  in  herbal
medicine.
Keywords    herbal  medicine;  heavy metal;  pollution traceability;  risk  control;  production process  of  herbal
medicine

 

  3800 环　境　工　程　学　报 第 15 卷    
环
境
工
程
学
报
版
权
所
有


	1 植物药重金属含量的限定标准
	2 植物药的重金属污染状况
	2.1 植物药的重金属超标率
	2.2 我国重金属污染较重的植物药
	2.3 我国植物药中重金属污染的变化趋势
	2.4 我国植物药重金属污染的地理分布

	3 植物药重金属的全链条生产过程溯源
	3.1 种植环境
	3.2 加工炮制环节
	3.3 运输及贮存环节

	4 植物药重金属的全链条生产过程管控
	4.1 种植环境的管控
	4.2 加工炮制环节的改进

	5 结语

